
晚清以来，国门渐开，中西交通日益频繁，翻译的重要性陡然上升，而如何翻译，包括翻译

中的重要任务———对新事物、新概念进行命名———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戊戌变法时

期，梁启超便指出：“中国旧译之病尽于是矣！虽其中体例严谨，文笔雅驯者，未始无之。而驳杂

繁芜，讹谬俚俗，十居六七。”①可见这一时期的译介工作并不能令知识界满意。较为严肃的翻

译家如严复，对译事之难也是深有体会：“鄙人于译书一道虽自负，于并世诸公未遑多让，然每

逢义理精深、文句奥衍，辄徘徊踯躅，有急与之搏力不敢暇之概。”②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曾

谈过“正名”的重要与关键：“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

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但这件事确实又太难，故有“一名之立，旬月踯躅，我罪

我知，是在明哲”③的著名牢骚。可见在清末民初，如何为西洋概念确立中文译名，既是不可回

避的技术问题，更是重要的译学理论乃至思想史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回顾民国初年一场围绕

“翻译名义”而展开的论争，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

1910年，章士钊在《国风报》上发表了《论翻译名义》一文。在文中，他关注的是对名词的翻

译，更具体地说，是名词翻译中一个“狭而最要之问题”，即名词音译与意译究竟孰优孰劣。文

章开宗明义，提出了六个问题：

孙晓娅

内容提要 如何“正名”是清末民初翻译界的一个重要问题。章士钊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译音胜于译义的观点，

引起一场关于“翻译名义”的争论。虽然音译派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并在实践中逐渐失败，但音译派的翻译

策略与文化立场值得分析。音译拒绝采用归化策略，而只是纯粹通过语音转写的方式表现源语言，这种看似消极的

“有所不为”其实也是一种“作为”———既不以汉语词汇误读源语言，也不曲解源语言以迎合汉语，彰显的正是互不归

化、彼此尊重的文化姿态。这显然体现音译派在民国初年对中西文化主体性和差异性的深刻认识。

如何为新词命名？
———论民国初年的“翻译名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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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义译名，果能得吻合之译语乎？

（二）以义译名，弊害何在？

（三）纵能吻合之译语，果即为适用之译语乎？

（四）如不能得吻合之译语，吾宁择其近似者，抑将弃掷义译之法乎？

（五）如欲得义译之良译语，有不可犯者何病？

（六）以音译名，利弊何在？④

接着作者自问自答，对这六个问题分别进行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输入西学最力的严复是

以意译（义译）法为主，“物竞”、“天演”、“自繇”、“导言”、“名学”、“内籀”、“外籀”等译词皆出自

严氏笔下，而严氏此时正在主持学部审定名词馆，可谓风头一时无二。因此，章士钊的发问主要

是针对严复。章士钊首先以严复自己提出的“逻辑”（logic）一词为例，否定了意译某些概念的可

能性，即“愚谓译事至此，欲于国文中觅取一二字，与原文意义之范围同其广狭，乃属不可能之

事”⑤。严复曾提出，应该“先治西文，于以通之，庶几名正理从，于所思言不至棼乱”⑥。但章士钊

则认为：“名正理从，谈何容易？即求之西文，且往往而不可必，况欲得之于理想悬殊之吾旧文

乎？”⑦显然，在英国攻读政治、逻辑等学科的章士钊，对“名”与“实”、概念与事物之间关系的复

杂性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他对严复所追求建立的“名正理从”的知识秩序是深表怀疑的。

章士钊指出，以义译名最显著的弊端是“无论选字何如精当，其所译者非原名，乃原名之

定义是也”⑧。这样会陷入一个悖论：如果我们用“论理学”、“名学”来翻译“logic”，我们其实是

在给“logic”下定义。译者本来是想翻译一个术语，结果却是以定义作为术语。如果我们想让读

者了解这样的新术语，就势必要加以解释。那么，这种解释从哪里来呢？如果是在“论理学”、

“名学”的基础上加以解释，其实质不过是循环论证，如“论理学者，论理学也”、“名学者，名学

也”，人们得到的只是术语，并没有真正得到定义。如果需要重新寻找新词汇来解释，那么“论

理学”、“名学”这样的译名/定义显然是失败的；而且如果意译者最初的译名/定义恰当准确，

人们在寻找新词汇加以解释的时候，便无法绕开它们，这就又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境。章士钊的

这一推论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有着很强的思辨性和说服力，成为他日后讨论翻译

问题时反复提出的论据。

章士钊接着提出，意译的第二个弊端在于易生歧义、矛盾义：“歧义何以生？乃望文而生之

也。盖此种名词，最易使未治其学，或治其学而未精者，本其原有之字义，牵强解之。”⑨也就是

说，意译所用的汉语字词，其固有之义必然会干扰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当时报纸滥用“演绎”、

“归纳”等逻辑术语，与译名容易使人混淆不无关系。学术发展，事物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其

定义也须随之变化。如果把“论理学”等不精确的译名固定下来，就会对给出新定义造成障碍；

如果想要重新翻译，又会受到前一译名的束缚。例如，严复用“爱智学”译“philosophy”。但“爱

智”只是“philosophy”最早期的定义，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其内涵早已经发生变化，并非“爱

智”二字之义所能概括，因此章士钊认为这种译法“名为爱智，是谓不智”⑩。应该承认，章士钊

对意译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针对第三、四个问题，章士钊回答道：外语当中的一些术语，本身能否成立就值得推敲，对

它的翻译即使吻合，也未必就是恰当的译语。他又表示自己并非绝对排斥意译。在找不到非常

吻合的译法时，可以取其近似者，而当意译极端困难的时候，可以采取其他方法。他认为，意译

中有“斲字”、“傅会”、“选字不正”、“制名不简洁”等是不应犯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在举例说

明这些错误时，他的取材毫无例外都来自严译。作为对比，在文章结尾他分析了音译法的利

48



弊：

吾国字体与西方迥殊，无法采用他国文字，以音译名即所以补此短也。语其利也，则

凡义译之弊，此皆无有，即为其利。至语其害，则人或觉其生硬不可读外，可谓无之。且此

不过苦人以取不习，终不得谓之为害。此种苦处，习之既久，将遂安之。佛经名义之不滥

者，译音之法乃确为一绝大之保障，至今涅般、般若等字，未闻有人苦其难读者。故愚以为

自非译音万不可通，而义译又予吾以艰窘，吾即当诉之此法。輥輯訛

这篇文章是章士钊论译名问题的基本纲领，也是他此后讨论翻译的出发点。对当时以严复为

代表的翻译方法，章士钊的不满显而易见。尽管他也承认有些简明易懂的概念可以采取意译，

但更重要、更基本的一些概念还是以音译为佳。在音译和意译之间，他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为

了尽快扭转翻译界以意译为主的局面，章士钊对严复的批评可谓相当激烈———他指摘严复用

“连珠”译“syllogism”，过于附会，不能满足更精密地介绍西方学理的要求。在另一场合，他又攻

击严复将“fallacy”译作“发拉屎”，“翻译术语而如此恶劣，可为喷饭”輥輰訛。

时隔近一年半之后，供职《民立报》的章士钊在回答读者来信时，重新强调了《论翻译名

义》中的观点：对于“logic”这样的词，几乎是不可能从汉语找到合适的字眼来意译，因此只能

以音译之，而且这种音译应该是“任取吾国两字标之”，不应有汉语表意的成分在内，“音译西

名而同时迁就吾文之义者，乃为劣译”輥輱訛。章士钊还严厉指责严复殚精竭虑所构思的意译兼音

译的方法不过是自作聪明：“严译之乌托邦Utopia，自以为巧夺天工，而记者则直以为与洋奴所

写之冰麒麟Ice Cream可以同类而观。”輥輲訛

或许是因为章士钊当时人微言轻，他对严复的发难并未得到严复本人的回应。然而，在报

刊上对于学术声望臻于顶峰、时人交口称赞的严复进行如此不留情面的批评輥輳訛，不可能不引发

争论。张礼轩便投书《民立报》，对章士钊的观点提出质疑。张礼轩认为，音译只可适用于地名

人名及新发明之物名，“因无意义之可求也”；其他有意义之名词，仍以译义为宜，“一则因观念

之联络，易于记忆；一则因字面之推求，便于了解。了解者不过明其大意，至原文之界说，无论

译音译义，非详加诠释，缀以定义，不能完全明了”輥輴訛。“logic”译为“名学”或“辨学”，或者“论理

学”，读者都可以了解大概，而译为“逻辑”，则“直有不识为何物者矣”。而且由于中国文字中同

音字多，音译会造成译名的芜杂不一，不便学习和记忆。所以总体说来，译音不如译义。

时隔不久，张礼轩再次致信章士钊，更深入地批评了章的论点。他先是指出章士钊论证中

的自相矛盾之处：按照章的观点，翻译名词不应该给名词下定义，而应该译出与原词语相应的

“术语”，那么无论意译者选词如何精当，都应该在摒弃之列，这与章士钊所说的采用音译或意

译要酌情而定的观点正相冲突，而这正是章士钊论证的漏洞所在。他指出，按照章士钊的推

论，“ethics”不能译为“伦理学”，而应该译为“蔼赛”；“psychology”不能译为“心理学”，而应译为

“赛考”；“economics”也不应译为“生计学”，而应译为“衣扣”。他甚至还以章士钊多次在文章中

使用的“生计学”为例，反问：“不用音译之衣扣，岂与原义同其广狭者？此岂非以其定义为术语

者，顾何以应抛弃而不抛弃耶？”輥輵訛也就是说，章士钊自己在实践中，并没有否定意译词汇的有

效性，也并不认为“生计学”这样的意译名词会造成读者理解的障碍。对于章士钊所担心的滥

用术语之弊，张礼轩认为“吾人翻译一种科学公之于世，其目的为便于学者明其事理也。惟其

如此，故译事当以便于求学为前提，不当因行文者之引用而稍为迁就”輥輶訛。引用者是否陷于歧

义，在于引用者自己的辨别能力，与译者并无关系。章士钊的问题在于“专为避歧义而忘其正

如何为新词命名？———论民国初年的“翻译名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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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即因之而难得，专为免吞剥而不知适陷于难于记忆、难于推求之弊。译事之目的何在，未免

舍本逐末矣”輥輷訛。章士钊推崇的音译典范如佛经中的般若、涅槃，在他看来也是反面典型。正是

由于佛经中这些音译名词艰涩难读、难解，真正深通佛学之人才如此之少。他表示：“译书以饷

学者，重在普及。而顾专为严其名词之壁垒，是乌可者？”輦輮訛他在信末总结道：

总之，译事为便于求学，有意义之名词音译之不便处实多，此固无容讳言，故鄙人主

张音译只可适用于人名、地名及新发明之物名。至于乱搬术语，其弊由于不学。欲救其弊，

使之求学乃为正当方法。为救其弊而音译，先失译事之本旨。即以音译救正之，而其效亦

仅矣。輦輯訛

从这封信来看，张礼轩应该对翻译工作并不陌生，甚至有可能亲自从事过翻译实践。他对章士

钊的批评更多地是从西学传播、普及的层面出发，以一般读者对译文的阅读经验为依据，并没

有什么繁琐的理论，却很符合当时中国读者对译文接受的实际情况。因此，章士钊不得不承认

“张君之书，大足以开记者之茅塞”輦輰訛，自己虽有不同意见，但也暂时不予置辩了。

不过章士钊并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主持《独立周报》之后，他在第一、二期继续

发表读者来信，将《民立报》时期对译名的讨论延续下来。读者李禄骥的来信侧重于翻译实践，

主张无论音译或意译，都需要统一译名。他提出“采取习惯”、“迳译原文”、“沿用国语”、“编制

字典”、“推求新名”等五项翻译原则。李禄骥代表了当时知识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随着

民国的建立，翻译也应有统一的标准。而“兹事重大，非率尔所能办，亦非二三人所能成”輦輱訛，因

此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负责这一工作，至少应该体现国家的意志。

另一位读者张景芬则继续对章士钊的观点进行批评。他认为译义虽然有弊病，但译音也

不完美。后者的问题在于读者连大意都无法从译名上得知。他提出应该由机构来统一译名。意

译不能尽善尽美时，由学部或学会加以规定。如果规定的译名不能完全表达原意，可以加以注

释，公之于众，使读者的理解不致产生分歧。如果像章士钊那样一味苛求译名精微完美，在实

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使字字之译义无讹，文字形情口吻，如诗之所谓Inspiration者，虽工笔

不能出之纸上也”輦輲訛。正是由于不同语言文字之间“不可译性”的存在，章士钊对意译的苛求才

显得过于书生气，而脱离了实际生活：

故译事太苛，东西文字，将无支字可译，而今日智识输入，既难讳言为幼稚时代，又必

为多数不肄西籍者着想，故鄙意宜译其意，不能完全者从其偏而已。此非独利不肄西籍之

人也，即留学外国，肄业专门之人，于浏览本国书报之余，亦能稍解他学，脑力不至偏缺，

后学及国家根浅者，既得溯其宗义，以解大意，亦不至观国文无意可寻，至于唾弃，所益非

浅鲜也。輦輳訛

章士钊给这位读者的回信颇耐人寻味：

张君持论与记者之本旨并无所忤。记者之主张音译，本非一成不变之说，特以义译确

有弊，而其弊又适可以音译矫之，故从而为之词耳。然尽有一名，义音两译，厥弊维均者，

于此吾将无择。若音译之弊，浮于义译，亦惟有舍音取义耳。盖音义两译，各有偏至之理，

而无独至之理。善译者当权其利害之轻重以为取舍，预储一成见以待之焉，不可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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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主张音译，而非无论何处，求以此道施之。张君亦能了然于义译之病矣，故同时希望其

勿坚守义译，而以为音译一无足取也。輦輴訛

面对如此之多的反对之声，章士钊虽仍然主张音译，但立场已经有所修正。不仅肯定意译有其

合理性，而且也承认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都各有弊端，不能抱有成见，加以轩轾。这显然是一

种退让。不过，这种退让并不能使章士钊的批评者满意，因为他引发的一系列译学理论问题，

仍然没有得到澄清。1914年2月出版的《庸言》杂志发表了胡以鲁的长文《论译名》，对译名问题

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也把这场论争引向了更为理论化的层面。

胡以鲁在文章开头便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基本观点：

传四裔之语者曰译，故称译必从其义，若袭用其音，则为借用语。音译二字不可通也。

借用语固不必借其字形，字形虽为国字而语非己有者，皆为借用语，且不必借其音也。外

国人所凑集之国字，揆诸国语不可通者，其形其音虽国语，其实仍借用语也。借用语原不

在译名范围内。輦輵訛

胡以鲁认为翻译指的是意译，所谓“音译”并不是“译”，属于借用语的一种。有些民族语言比如

波斯语、英语、日语等等，适合借用外语而不宜意译，但汉语则不同———“外语之防，则若泾与

渭”輦輶訛。他将晚近主张借用外语（实则就是主张音译）之观点分为六派：一、嫌象形之陋，主张借

用外语者；二、利用外语之玄妙以严其壁垒者；三、以为非斯词必不足以尽斯义者；四、毋宁仍

外语之旧以保其固有之分际者；五、此土所无，宜从主称者；六、述易作难，姑且因循者。从上文

可知，第二、三、四、五派的观点都曾在章士钊的论述中出现。胡以鲁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点

名，但读者可以很容易想到作者的主要批评对象是音译派的代表章士钊。

胡以鲁继而指出，天地之始，并无所谓“名”，名源于“德业之摹仿”，“草昧之人，摹仿不出

感觉感情二事，则粗疏迷离之义，遂为名词先天之病矣……习俗既成，虽哲者无能为力，竭其

能事，亦惟定名词之界说，俾专用于一途，或采方言借用语以刷新其概念耳”輦輷訛。也就是说，“名”

对于“实”的表现总是有限的，人们可以用语言对名词进行界说，但思想/事物进化迅捷，这些

界说会很快变得陈旧过时。20世纪出现的西文学术新名词，大多数都有着来自拉丁文的词源，

与西方古典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名”未必能恰当地反映今天的“实”。因此胡以鲁认

为：“知其不适而徒取音之标义，乃利其晦涩以自欺也，则非学者所当为。将利用其晦涩以免通

俗之滥用也，其效亦不过一时，习用之而知其本义，则粗疏迷离之感，既同于意标，习用之而不

知，则生吞活剥之弊，或浮于望文生义矣！”輧輮訛

胡以鲁一方面从翻译实践出发，认为音译对普通人来说，磔格不能入，只是将译名神秘

化，束之高阁；而已通外语者，则不需要这样的累赘。另一方面，他指出意译新名词也是国家教

育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胡以鲁从文化本位主义的角度，指出音译或意译问题，其实质是如何

看待本国文化传统的问题。他提出，我国与西方文化的差距，并不像波斯与阿拉伯、英国与拉

丁希腊、日本与中国那样大，中国文字“词富形简，分合自如，不若音标之累赘，假名之粗率，数

千年来自成大社会，其言语之特质，又独与外语异，其类有自然阻力若此，此借用语所以至今

不发达于吾国也”輧輯訛。他对于本国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的尊重，使他严厉批评对西方新名词的

盲目崇拜：这些“淫巧浮动之国民”对于借用语不仅有新颖之感，而且有不胜崇拜之情，“一见

闻其名词，恍乎其事其物，汹涌而靡遗，是所谓‘包晕之感’也”。所谓“包晕”，在胡以鲁看来是

如何为新词命名？———论民国初年的“翻译名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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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借用词神秘化：“为吾心自发之联想，为名词后起之义，及至习以为常，吾心之役于外语者，

盖已久矣！使向者独立自营，虽事物非吾固有，而名与实习，固亦能如是也。名者实之宾而已，

视用为转移，何常之有？虽名词既成后，引申之义，不能无异同，然如吾国语者，易于连缀两三

词成一名词，义之过不及处，仍得藉两三义之杂糅有以损益之也。”輧輰訛显而易见，他是从中国语

言文字的特性出发，来考量译法的选择问题。偏重译音还是译义，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

关系到民族文化、国民心理的重大问题。在文章的末尾，他再次批评那些“习于外而忘其本”

者，甚至表示：“国语者，国民性情节族所见也。汉土人心故涣散削于外族者再，所赖以维持者，

厥惟国语。使外语蔓滋，陵乱不修，则性情节族沦夷，种族自尊之念亦将消杀焉，此吾所为涓涓

而悲也！”輧輱訛在胡以鲁的批判背后，我们不难发现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痕迹。

需要注意的是，胡以鲁明确倾向于意译，并且制定了二十条译例，但他并不绝对排斥音

译。他认为在有些情况下，不能采取意译方式的名词，亦可借用其音，所以又有十条音译译例。

他还提出译名应该由各科专家组成学会，讨论抉择，然后由政府审定而颁行之。

由于胡以鲁深湛的古典学术功底以及对西文、日文的了解，《论译名》蕴含着许多真知灼

见，无疑是当时“义译派”最具理论含量和学术深度的文章輧輲訛。棋逢对手，章士钊很快便在自己

创办的《甲寅》第一期上发表文章，做出了回应。首先，针对胡以鲁不以音译为“译”的观点，他

认为音译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章士钊从“译”字的训诂出发，认为《扬子·方言》中说：“译，传

也”，“传”者既传其义，也传其音，所以音译并不是“借用词”，也是翻译的一种。章士钊再次强

调自己虽然重视音译，但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并非绝对主张音译。因此，双方的立场并非不

可调和。他重申意译的困难在于，意译实质上是对事物进行界说（下定义），这很容易引起长期

的争论。为了摆脱这一困境，章士钊提出了新的方案，即将名与义分为两个方面，在翻译中分

别确定。定义尽可以慢慢讨论，而名称则不值得纠缠。一旦确定名称，就可以少却许多口舌。与

胡以鲁不同的是，章士钊认为政府不可能在确定译名的过程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因为由政

府审定而颁行，“此浅近习语，法诚可通，若奥文深义，岂可强迫？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

也，决不能以政府所颁，号为斯物，而鄙著即盲以从之，且政府亦绝无其力，强吾必从”輧輳訛。因此，

音译仍然是减少争讼的最好办法，“惟置义不论，任取一无混于义之名名之，如科学家之名新

原素者然，则只须学者同意于音译一点，科名以立，讼端以绝，道固莫善于此也”輧輴訛。

胡以鲁的文章如一石入水，激起无数涟漪。除了章士钊的答复外，其他读者也纷纷在《甲

寅》发表意见，有赞有弹。有读者对章士钊表示支持輧輵訛，也有读者认为胡以鲁亦有道理。如吴宗

谷就致信支持胡以鲁，认为逻辑一词在西文中已经泛滥，和名学、论理学一样，都只能表达

“logic”的部分内涵，所以并无一定要音译的必要。章士钊则回应道：

则学为一事，名为一事。倍根斥雅里斯多德之逻辑为无裨于人知，乃斥其学，非斥其

名。名者非雅里斯多德之所能独擅，而彼亦决无意独擅之。则不用其学而用其名，何害？亦

既名同而学异矣，于是其名者率不过取为代表斯学之符，深造者各为定义，隶之于下，初

不必问其名之含义何似。是故逻辑一名，能沿用二千年于欧洲诸邦，迄今未改，实以其为

希腊死语，字体不见于诸邦之文，最适于标作符号之用也。輧輶訛

也就是说，逻辑学的内涵虽然发生不断的变化，但“logic”之名并没有改变，反而在各种欧洲语

言中都是统一的，这恰恰说明只有在“logic”这样来自于希腊死语却一成不变的符号之下，人

们才能进行有效的讨论。所以，章士钊主张在翻译各种自然科学之名的时候，也应该仿效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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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logy”词尾的方法，将动物学（zoology）译为“鑿尔逻辑”，矿物学（geology）译为“齐耀逻辑”，

“最宜效法欧人沿用希腊已成之语，而不必在吾文觅字以求合”輧輷訛。

《甲寅》一卷四号又发表了容挺公的来信，继续与章士钊讨论。他也支持意译。因为“logic”

和“economic”在西欧文字的原文中，已经不能涵盖今天逻辑学和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学术日

新月异，而名称则没有变。如果意译不能完全表达原词的涵义，那么按照西文音译过来的“逻

辑”和“依康老密”，也必然不能完全达意。为了解释音译词的含义，又必须同时加以说明，这更

增加读者理解的困难。容挺公以日文为例，认为日文辞书中的人名、地名、物名以及精神科学

名词很少有音译，因此从经验来说，音译终究不能代替意译。对于意译不能完全吻合原意的问

题，他认为不妨“浑融含蓄以出之”輨輮訛，也就是说，允许有自由发挥和联想的空间，只要能够反映

出原文的“最大部分之最大涵义”就可以。至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译名，经过进化公理的淘汰，最

适合的译名将会留存下来。只有经过竞争，所谓“最大部分之最大涵义”才能得到保存。政府对

译名的统一作用有限。只能是在学者自由撰述之后，政府从中取舍。那种由少数学者开会讨论

学术用语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容还提出了自己的译例：

凡欧文具体名辞，其指物为吾有者，则直移其名名之，可毋俟论。其为中土所无者，则

从音，无其物而有其属者，则音译而附属名。至若抽象名辞，则以义为主，遇有势难兼收并

蓄，则求所谓最大部分之最大涵义。若都不可得，苟原名为义多方，在此为甲译则甲之，在

彼为乙义则乙之。仍恐不周，则附原字或音译以备考。非万不获已，必不愿音译。輨輯訛

不难看出，他的设想与此前胡以鲁的方案极为接近。他认为，这一译例虽然和“五不翻”以及章

士钊的观点有所冲突，但它的好处是“简易浅白”，易于操作。

至此，围绕译名问题的讨论基本告一段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章士钊的译学主张以

及这场近代翻译史上的重要讨论呢？陈福康认为：“章氏在近代中国译论史上的贡献，主要就

是带头展开了一场有关西方学术专名的翻译方法的讨论……他充分阐述了‘译音’的意义和

优点，是对玄奘‘五不翻’理论的重大发展。”輨輰訛章氏观点的意义和价值仅止于此吗？这场关于译

名的讨论仅仅是徒费口舌的意气之争吗？如果我们将之放在近代中国“国语”形成的过程中来

看，恐怕问题要复杂得多。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重写/改写”，是服务于权力的文本“操纵”輨輱訛。

在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翻译从来就不仅仅是语言学、文体学或美学问题，而是与思

想史、与观念对生活世界的改造有着密切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汪晖认为，严复对斯宾塞、赫

胥黎、穆勒和斯密的翻译，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产生了异乎寻常的能动作用：

（严译）几乎穷尽了中国古典的语汇……这些典雅的文辞构筑出一个既熟悉又令人

惊异的思想空间，我把它称之为“名的世界”。这个“名的世界”并不是概念的堆积，它们相

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对于晚清士大夫和年轻一代的学子来说，它们如同符咒

一般重新组织了他们的生活和世界。輨輲訛

汪晖强调，严复的“名的世界”，“不仅是中国人重新理解和控制自己的世界的方式，而且也是

现代社会体制得以形成和建立的基本前提”輨輳訛。有趣的是，章士钊对音译的鼓吹，恰恰是以对严

译的猛烈批评开始的輨輴訛。仅从这一点来看，章士钊的译学主张显然绝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

如何为新词命名？———论民国初年的“翻译名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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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鸦片战争以来，汉语的一大变化，就是“开始致力于获得一套表述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术

语”輨輵訛。其中音译和意译是两种主要的翻译手段。严复曾将所有翻译名义，分为译、不译两种：

“译者谓译其义，不译者则但传其音”輨輶訛，其中的“但传其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音译。前文提到

胡以鲁所说的“借用语”，指的主要也是音译词。按照今天语言学家的定义，所谓音译也即“袭

用其音”，“就是通过音转写的方法将源语言的发音直接移入自语言中来”輨輷訛。所谓意译，“即使

用自语言的有意义的语素成分将源语言中的概念移入到自语言中来”輩輮訛。

在翻译史上，音译和意译各有短长。由于汉字体系在表意上的特殊性，意译在中国近代翻

译史上占据着优势。意译使用了汉语中固有的语义成分，因此容易被受众接受，也更容易被汉

语体系吸收。正如马西尼所说：

虽然，意译词和仿译词是根据外语原词创造的，但是它们在语音和句法方面和本族

语的新词是一样的。因此，这些词的意义或者句法的来源完全被隐藏起来了。所以，不论

在中国，还是在其他任何国家，这些词不会引起主张语言“纯洁”的那些人们的异议。輩輯訛

但由于意译与自语言的密切关系，它有着先天的不足：“‘译’必须利用本语言的有意义的语言

材料，所以先天性地存在着旧词新义的问题。即使是新的复合词，字义也会对词义产生一定的

影响。”輩輰訛由于采用汉语词汇进行翻译，这些词汇附着的原有含义，必然会对译词含义产生干

扰。这种干扰有时来自字词本身，有时候则来自译者自身的成见輩輱訛。如梁启超所说，译者之大患

“莫过于杂烛羼杂主观的理想，潜易原著之精神”輩輲訛。但无论如何，去除固有词的附属意义几乎

不可能。由于严译多采意译，张君劢就批评他“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

虽美，而义转歧”輩輳訛。贺麟也指出：“平心而论，严氏初期所译各书如《天演论》（1898）、《法意》

（1902）、《穆勒名学》（1902）等书，一则因为他欲力求旧文人看懂，不能多造新名词，使人费解，

故免不了用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科学名词的毛病；二则恐因他译术尚未成熟，且无意直译，只

求达旨，故于信字，似略有亏。”輩輴訛可以看到，即使像严复那样使用古僻字甚至废字翻译英文词

汇，也无法避免固有字义的干扰。

另一方面，当代语言学家指出，意译也隐含着这样一个认识论前提：

人类具有一个共同的意义体系，或者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意义体系，即意义的“原风

景”……理论上或许没有绝对完美的对译，但是，随着交流的增加，人类总能找到一个最

大的近似值。輩輵訛

换言之，意译的潜台词是认为汉语可以通过自身的构词方式实现源语言的意义转移，人们也

可以通过表意的汉语词汇（无论是固有词还是新造词）来理解其他语言。从今天的翻译理论来

看，这显然是一种幻觉，它幻想“各种语言都是相通的，而对等词自然而然存在于各种语言之

间”輩輶訛。前文已经提到，章士钊对严复所憧憬的“名正理从”的翻译境界和知识秩序抱有深刻的

怀疑，并且认为不可能以意译的方式达到精确的对译，只有音译才能准确地表达或接近源语

言輩輷訛。章士钊对音译的强调，显然是对这种认识论神话的不彻底的否定。时至今日，人们对音译

（借词）的特质已经有了长足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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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词有几个特点：借词依靠音转写形成，省时省力；借词形成时并没有被赋予意义，

只是一个“空”的容器，因此没有旧有词汇体系的附属物。借词的词义由语言社会使用者

共同充填，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原词的意义。主张借词（音译词）的人并不

都是懒汉，他们往往是看中了借词在传达源语言意义上的这种特点。而借词的最大缺点

也正在这里：词义的普及，定形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的词义异化也是不可避

免的。

借词的实现与意义的转移是非同步的。即在我们最初接触到“沙发，迪斯科”或“哲学，

电话”等借词时，词的形式并不能保证传递其所指示的意义，这是“借词”的最大特点。輪輮訛

问题在于，由于汉语与西方语言的不同，音译词进入表意为主的汉语体系是相当困难的輪輯訛。

1926年，何炳松、程瀛章便已经提到译音的困难：“中外语音之不类，凡稍习博言学者类皆知

之。汉音虽繁，终不足以应付迻译西音之用。即现在通行之注音字母，亦尚不足以尽之。”輪輰訛当

代学者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认识，马西尼指出：“由于汉语语音系统的不兼容性，使得来自西方

语言的音译词在吸收过程中历尽艰难，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传播。”輪輱訛音译词的困难在于：

“汉语的语音系统是不通融的。它不准备与外语音素去合并组成本系统已经包括的音素以外

的新的连接体。由于语音和文字之间存在着一种形与影的关系，所以当借词准备吸收时，其语

音方面必须与本族词相一致。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去看，语音与词的翻译用字之间有着一种

形与影的关系。因此，同一个外语语音序列，可用不同的汉字来音译，这是由于各种方言之间

的语音是各不相同的。”輪輲訛这也很容易造成音译词的混乱无序。不仅如此，音译词只是模拟源语

言的音节，所用汉字本身不具有（也不应该有）任何意义，因此最初出现的音译词也只是一个

拟音符号，本身没有意义，需要接受者不断为其填充。音译词从无义到有义，需要一个较长的

时间輪輳訛。这也使得汉语词汇系统接受音译词变得非常困难。近代翻译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

是严复“旬月踯躅”所创制的音译词如“锡特”（城市）、“版克”（银行）、“劳叶尔”（律师），还是章

士钊所孜孜提倡的“司洛辑沁”（三段论）、“斐洛索非”（哲学）、“扎斯惕斯”（正义），都很快被意

译词取代，成为过眼烟云輪輴訛。

在此，以成败论英雄并无太多的意义，重要的是揭示章士钊何以如此执著于音译的深层

动因。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可以分三个层面来解答。

其一，章士钊坚持对重要学术术语如“logic”、“justice”等进行音译，看上去似乎不仅固执，

而且缺乏翻译实践经验，对汉语系统接受音译词的困难估计不足，但这是章士钊有意为之。他

非常重视知识传达的本源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通俗和普及。在翻译用词

上他也一再强调雅驯，并没有顾及译语如何被绝大多数国民接受的问题。即使那些被受众接

受，已经约定俗成的译名，也必须经过学者的讨论。他又说，自己之所以主张音译，是因为“夫

以音定名之利，非音能概括涵义之谓，乃其名不滥，学者便于作界之谓”輪輵訛。可以看到，他预设的

读者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可以就音译名词先达成一致，而后再根据

各自的理解，对译词的定义进行争论和界说。翻译在这里成为了硕学通人之间的问题，与中下

层知识分子乃至一般百姓并无关系。此前傅兰雅等人也提出过音译的具体方法，但主要是针

对外国人名、地名。章士钊对音译的提倡则主要是围绕“逻辑”等学术术语，这背后正隐藏着他

一以贯之的精英主义心态。

其二，章士钊对音译、意译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对汉语功能的认识。由于汉语表意体系

与西方语言不同，汉语对外来词的接受有其特殊性。佛经翻译为汉语带来了一大批音译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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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人们对外来词的接受变成了以意译为主。这意味着源语言只有变为符合汉语构词

习惯的汉语词汇才能被受众广泛接受，而汉语对音译词的容受能力无形中减弱了。章士钊以

佛经“五不翻”理论以及“般若”、“菩提”等译词为例，不仅认为音译可以补中西文字差异之短，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被汉语所吸收。他在文章中大量使用“逻辑”、“隐达逻辑”、“题达逻

辑”、“萨威稜贴”等佶屈聱牙的多音节音译词。尽管除了“逻辑”被沿用至今，其余努力几乎毫

无效果，这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作为文章家的章士钊对汉语容受性、汉语词汇体系的柔软性

（沈国威语）或者说汉语的弹性的积极期待。章士钊虽然在写作风格上深受古文传统影响，但

他先东渡日本，再负笈英伦，丰富的留学经历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使他可以从更为开放、灵活

的角度去思考汉语的功能。

其三，章士钊对音译的坚持，既是一种翻译策略，也是一种文化姿态。马西尼认为：

使用音译词，常常并非只是为了去表示某个名称或概念，似乎还有其他目的。例如，

当没有理想的汉语对应词时，就会使用音译词，或者是把音译词当作是走向外部世界的

通道（例如郭嵩焘）。在文字上，汉语和西方语言没有共同之处。因此，音译词是向读者表

示外语单词语音的唯一方法，特别是在19世纪，那时中国人实际上还不认得西方字母，所

以这种方法更为常用。輪輶訛

对意译的质疑，实际上是出于对源语言本义在翻译过程中被扭曲的担忧，而音译（以汉语模拟

所借语发音）似乎代表更纯正的西方文化和更新颖的观念，正如“五四”时期，学生在街上高呼

“德谟克拉西”、“赛因斯”，就是不用“民主”、“科学”輪輷訛。在这里，坚持音译其实代表了刻意凸显

中西文化差异、强调西方文化异质性的文化立场。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主张音译就是主

张汉语引进西方语言的发音乃至“全盘西化”，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主张意译就是倾向于

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上讲，音译无疑更接近原义。因此，如果借用刘禾的话，意译意味着“一种

文化经验服从于（subjecting）另一种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翻译或者诠释”輫輮訛，那么对声音

对位的坚持则不仅仅意味着对“信”的追求，更意味着对两种文化彼此独立性的确认。沈国威

认为：“‘译’与‘借’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存在着积极的造词与意义赋予过程，后者则不存

在。”輫輯訛但是，章士钊主张的音译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消极。音译拒绝采用归化策略，而只是纯粹

通过语音转写的方式表现源语言，这种看似消极的“有所不为”其实也是一种“作为”———既不

以汉语词汇误读源语言，也不曲解源语言以迎合汉语，彰显的正是互不归化、彼此尊重的文化

姿态。这显然体现了章士钊在民国初年对中西文化主体性和差异性的深刻认识。只有从这一

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章士钊何以孤军奋战，坚持他那曲高和寡的音译法。

回顾章士钊所参与的“译名”之争，我们会发现翻译本身就是缺憾的艺术，无论是音译还

是意译，都只能部分地接近原文，而不可能绝对完美地传达原文的内涵。正如钱钟书所说：“彻

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輫輰訛更重

要的是，无论是注重音译或是坚持意译，都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近代翻译影响下的汉语已

经是一种新的语言，它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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